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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要深化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稍後舉行的「兩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5月23日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再次

強調：「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

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

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

極，着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

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同年10月，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

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

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這說明，中國的新發

展戰略不再以出口導向為主，而轉向以內需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如何全面地理解「雙循環」新戰略，國內學術界還在研討中，也有一些不

同的看法。其中一個難點是，如何理解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目前提出的「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的關係。本文第一節將初步討論「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關係，

並指出這是中國實踐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挑戰。第二節深入探討中國原來的

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成功的原因及其當前面臨的挑戰。中國的出口奇迹（被國際

媒體廣泛稱之為「世界工廠」）和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並在其中不斷升級密

切相關，但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和中美貿易戰兩個近期因

素，使得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戰略受到重大挫折。這是「雙循環」新發

展戰略於2020年5月提出的直接動因。第三節討論「雙循環」新戰略與新型生

雙循環、全球價值鏈和增材製造：
新發展戰略的初步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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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方式——增材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常被簡稱為「3D打印」）——的

關係。全球價值鏈是基於不斷細分生產過程再組裝的思路（如蘋果公司 [Apple 

Inc.]的 iPhone手機在美國加州設計，但一些部件在中國生產），而增材製造則

是爭取一次性整合地製成產品或主要部件。中國的增材製造已經有了相當發

展，但國內輿論界目前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增材製造作為新型生產方式的革命

性意義，也沒有充分意識到增材製造在全球價值鏈的相對重要性下降後對中

國內循環的意義。例如，目前國內流行的「互聯網+」的技術路線，其思路還是

把數字技術應用到現有的生產方式上使之更精準，而不是真正發揮數字技術

的優勢來改造生產方式本身。我認為推動增材製造在中國形成新的生產方式

的意義上的大發展，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

新戰略的題中應有之意。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滿足國內需求的關係

理解「雙循環」新戰略的最大難點，在於理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把

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之間的關係。從西方主流的宏觀經

濟學看來，前者似乎在思路上屬於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其理論源頭可以

追溯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所謂「薩伊定律」（Say’s Law），而後者則屬於以

擴大總需求為要旨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本節將要論證，從2015到

2020年的戰略轉變，反映了中國經濟政策決策層和經濟理論界認識的逐步深

化，其指向是超越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供給學派和凱恩斯主義而形成新的綜合。

讓我們先來回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次於2015年提出後的一些發展。 

在「百度指數」中搜索「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側」詞頻，可以發現2015年11月之 

前這兩個詞完全不存在，但它們在2016年3月達到使用高峰。「供給側」（supply 

side）英文裏的“side”翻譯成「側」，說明中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現實的 

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國的政策話語也「全球化」了。「供給側」一詞既然

是翻譯，也就不免引起了一些誤解，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6年 

1月2日的雜誌封面標題就叫〈里根的中國迴聲〉（“Reagan’s Chinese echo”）。

但同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中明確地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兒。

他的大意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實際上是所

謂的「薩伊定律」，履行減稅，提高人們的儲蓄、投資能力和積極性，削減政

府開支以平衡預算，限制貨幣發行以穩定物價；主要缺陷是只重視市場功能

而忽視政府作用。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而供給

側改革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

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

給側——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

質量、服務跟不上，簡言之，主要政策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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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補短板（所謂「三去一降一補」）。值得注意的是，他當時用了「矛盾的主

要方面在供給側」的表述1。

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Ronald W. Reagan）供給學派經濟學的迴

聲，但是「供給側改革」的確是翻譯過來的詞，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它是從甚

麼地方翻譯過來的？如果我們想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國經濟政策的制訂過程，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猜測，它可能來自於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二十

國集團（G20）峰會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

2016年9月初在杭州召開了G20峰會，中國首次作為輪值主席國。G20在

2008年以前只有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才開始

舉辦首腦峰會，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G20和聯合國、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它不是一個常設機

構，沒有一個常設秘書處。因此，主席國對會議議程的設置有比較大的影響

力。中國在2016年G20峰會的首腦宣言裏特別提出，要繼續推動2014年澳大

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以

力求達到2018年全球增長目標。2014年澳大利亞倡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

案2，二十國都同意了，而且每年會舉辦一個各國之間對達到2018年目標進

程的相互評議（peer review），並邀請 IMF協調這二十個國家的評議。它的目標

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實GDP能比 IMF的增長預測模型所預測的增長率額外

增長2.25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目標不是當年增長2.25%，而是說，如果

各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經濟增長將比沒有進行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時的模型預測值再增長2.25個百分點。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時強調各國的自主性，各國自行提出進行甚麼樣的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由 IMF協調各國之間的相互評估，這是G20在2008年開始召開 

首腦峰會以來最重要的共識。這裏面特別明確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因此，中國2015年提出「供給側改革」這個詞，很可能是因為2014年參與

G20峰會，而且中國也確實同意這個方向，並做出了「供給側改革」措施的承

諾。2014年峰會上各國提出自己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中國提出了五十

多頁的方案，美國只提出十六頁方案；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

案，並不要求各個國家提供一式一樣的方案3。以中國和法國為例，勞動力

市場的改革是一種供給側改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需要提高農民工

的待遇，給他們更多的集體談判權利。而法國則不同，那裏原來的勞動法過

於繁瑣，缺少靈活性。法國原來的勞動法要求整個行業進行集體談判，一個

企業無權進行集體談判；現在主張的改革是可以允許單個企業在一定條件下

進行集體談判，這可能是對過於僵化的法國勞動力市場的改革。中國現在要

建立企業的集體談判制度。但是，中國的職工和本企業的集體談判都很難推

行，整個行業的集體談判還完全不在政策議程之內，而這些政策在2014年的

G20峰會裏都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例子有助於說明中國「供給側改

革」的提法確實不是來自於里根，但也不能確定就是來自G20澳大利亞峰會；

本文只是做出一個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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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爭論不是特別明顯，但實際上還是有不

同的意見。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2016年5月9日《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

訪談，他認為要徹底放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

降槓桿的幻想，並直接使用「高槓桿是原罪」的說法；強調要比較強力地化解

過剩產能，強力地處置殭屍企業，並且認為當前究竟是通脹還是通縮還不能

下結論。但對這個「權威人士」的觀點還是存在不同意見。例如，中國社會科

學院教授余永定認為，2015年的主要問題是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持續下降4。 

「供給側改革」短期內會產生失業和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

求」來刺激經濟。他認為，面臨中國資本產出率不斷提升，增加有效需求的最

佳方式為消費，但這是長期目標，短期還是要擴大投資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 

而增加投資的最佳方式是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供給。貨幣政策應該

適應財政政策的需要，以降低國債收益率作為目標。

余永定強調短期總需求管理的觀點顯然是接近凱恩斯主義的看法。凱恩

斯（John M. Keynes）有一句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凱恩斯創立了宏

觀經濟學，它的重點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說：「長期是對當前事物的誤導。」

凱恩斯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是關於長期發展的經濟學，從長期看，市場的波

動和失業都是短期的，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從長期經濟增長來說好

像也只是一個短期現象。但是，凱恩斯說，如果經濟學家對中短期的問題甚

麼都說不出來，「在狂風暴雨的季節只會說當風暴過去以後海洋又會變成平

的，那麼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太沒有用了」5。因此，凱恩斯主義

宏觀經濟學更多關注的是短期的需求管理，而供給側政策則一般是在長期的

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範疇之內。

余永定的觀點和《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觀點強調的側重點有比較明顯

的不同，但也不是絕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G20杭州

峰會的主旨發言和開幕式致辭中，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表述，比較明確地說要

統籌兼顧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他強調，

「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並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這與

他於同年5月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表達「供給側改革」的

表述有了微妙的區別，可能暗示中央決策層認識到有的地方「去產能」可能過

了頭，比如煤炭價格當時上升得很厲害，妨礙了經濟發展。在政策的提法

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而是用「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並

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調整。

在推斷中國於2015年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和G20峰會

可能有關之後，我想強調，這並不意味着這一概念是舶來品。更合理的解釋

是，中國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採取的四萬億財政刺激是凱恩斯主義的

政策，雖然它緩解了經濟大滑坡，但深層的體制機制問題沒有解決，並引起

了較大規模的產能過剩。此時，2014年澳大利亞在G20峰會所提出的「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概念，恰好適應了中國經濟政策的內在需要而為決策層所認同。

而2016年中國作為G20峰會輪值主席國時，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需求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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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這表明中央決策層對宏觀經濟認識的逐步深化，並為

2020年「雙循環」新戰略的提出打下了基礎。可見，「雙循環」新戰略裏的「把

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無矛盾，

而是表明中國實踐正在超越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供給學派和凱恩斯主義，形成

新的綜合。

哈佛大學法學院龐德法理學講座教授昂格爾（Roberto M. Unger）在2019年

出版的《知識經濟》（The Knowledge Economy）一書或許會對我們理解中國宏觀

經濟政策有所啟發。昂格爾認為，經濟增長需要不斷突破供給約束和需求約

束，但打破這兩類約束的過程既是「不連續」（discontinuous），又是「不自主」

（heteronomous）的6。「不連續」是指突破一個供給或需求約束並不必然保證還

能突破下一個約束。以需求約束為例，美國2007至2008年次貸危機前的家庭

債務擴張，未嘗不是突破需求約束的一種方法，但它不自動保證能成為突破

下一個需求約束的（更好的）方法（如通過增加累進所得稅和社會公共支出來擴

大需求）。「不自主」是指需求擴張和供給擴張之間沒有自發的對應關係。例

如，即便需求擴張從家庭債務轉到累進所得稅和社會公共支出，也並不能保

證供給擴張可以自發地從沒有技術創新轉到實現技術突破。

凱恩斯已經注意到供給擴張不能自動創造需求擴張。在1936年出版的劃

時代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凱恩斯深刻地批判了前面提到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

伊定律」。1939年，凱恩斯在該書的法譯本序言中強調：「薩伊隱含地假定經

濟系統總是處於各種資源充分利用的狀態，從而新的活動總是替代原有的其

他活動，而非增加它們。」凱恩斯甚至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學說：「在生產理

論上徹底和薩伊定律決裂，在利率理論上回到孟德斯鳩。」7但昂格爾強調，

凱恩斯沒有注意到需求擴張也不能自動創造供給擴張，因此凱恩斯的理論並

非「通論」，而仍然是特例8。從這一視角，我們可以把中國決策層2015年提

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認識到2008年以來的需求擴張並不能自動帶來

供給擴張，而2020年「雙循環」新戰略裏的「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

點和落腳點」，則是認識到供給擴張也不能自動帶來需求擴張。因此，「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斷的

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突破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

當然，認識到這一點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在實踐上很好地結合了「供給側

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但中國決策層和經濟理論界至少已經不像西方主流宏

觀經濟學那樣，把「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對立起來。例如，中國一個

重要的智庫最近提出「十四五規劃」可以從「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來理解。

「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

間。「3」是指實體經濟上補足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領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

的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力爭在今後十五年

內，使中等收入人群從四億增加到九億人；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這是中

國內循環中的「卡脖子」環節。「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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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概括來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

「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

「1+3+2」的構想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是緊密結

合在一起的。

二　全球價值鏈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與升級

在理解了2015年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2020年提出的「把滿足國

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關係之後，我們再來探討中國原來的出

口導向發展戰略成功的原因及其當前面臨的挑戰。這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雙

循環」新戰略的理解。2009年，中國首次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逐步升級。例如，2009年中國在

iPhone 3G的銷售額中只佔1.3%，在其生產成本的增加值中只佔3.6%，而到

2018年，中國在 iPhone X的銷售額上升到10.4%，在其生產成本的增加值上升

到25.4%bk。

從經濟學理論上研究1990年以來全球價值鏈的精彩著作，當推2016年由 

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合流：信息技術和新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該書作者是瑞士國際關係

和發展學院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教授。

鮑德溫的主要洞見是從「三級約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來理解

全球化進程的機制。人類交往活動受到三種成本的約束：交通運輸成本、思

想交流成本和人員流動成本。在歷史進程中，三種約束條件漸次放鬆。1820年 

以前，由於三種成本都極高，人們基本上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小共同體內，除

了少數貴族，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都被捆綁在同一地點（如英國普通人在

十九世紀之前很難享用到印度和中國的茶葉）；1820年後，由於蒸汽機和蒸汽

船以及鐵路的技術創新，交通運輸成本大大降低，出現了生產和消費的「第一

次鬆綁」（First Unbundling），但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員流動成本仍然很高，電報

和固定電話（landline）的發明還是不能把思想交流成本真正降下來。因此，生

產和消費的第一次鬆綁導致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全球化，即

工業生產集中在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從而加大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1990年後，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的革命帶來的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術的發

展遵循「摩爾定律」（Moore’s Law），即計算能力呈現指數增長，芯片的性能每

十八個月就會翻倍。而「吉爾德定律」（Gilder’s Law）則表明，主幹網帶寬的 

增長速度要比運算能力的增長快三倍，即每六個月就會翻倍。「梅特卡夫 

定律」（Metcalfe’s Law）進一步指出，一個局域網對用戶的效用和用戶數量的

平方成正比。由於思想交流成本隨着 ICT發展而下降，全球範圍的生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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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價值鏈）成為可能，生產和消費的「第二次鬆綁」（Second Unbundling）帶

來了「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即發達國家紛紛把製

造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如 iPhone主要

在中國蘇州等地組裝），從而縮小了發達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水平

和收入差距。

實際上，以七大工業國組織（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已

經發生了驚人的逆轉：1820到1990年間的第一次鬆綁時期，G7的收入佔全球

收入之比重從20%上升到67%，但這一比重在1990年後的第二次鬆綁時期逐

年下降，目前已經回到十九世紀初期的20%左右。類似地，以G7為代表的發

達國家在全球製造業的比重也發生了驚人的逆轉：G7發達國家製造業佔全球

製造業的份額從1970年前的70%下降到2016年不到50%，而G7所丟失的份

額幾乎都被六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韓國、印度、波蘭、印度尼西亞和泰

國）獲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份額則從1990年以來沒有甚麼變化。在六

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中，中國的製造業份額增長最為突出，從1970年的3%上升

到2016年的20%左右。

有趣的是，為甚麼1990年以來第二次鬆綁時期的全球製造業轉移主要集

中在六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呢？鮑德溫認為，ICT革命雖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

成本，但還是未能放鬆人員流動成本。一般性的跨國生產協調可以通過手機

和電郵來解決，但重大決策和關鍵技術協調還是需要面對面的溝通。例如，

飛機飛行時間的約束、管理者和工程師的海外費用，導致跨國公司採用「小範

圍，高密度」的選址方式，這就是生產和消費的第二次鬆綁只使得少數發展中

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快速工業化的原因。

鮑德溫指出，令人興奮的是，「第三次鬆綁」（Third Unbundling）已經初顯

端倪，即降低人員流動成本的技術已經出現，只是目前還十分昂貴。「遙控機

器人」（telerobotics）和「遠端現身」（telepresence）技術將實現勞動者和勞動服

務在地點上的分離，當中國工程師可以通過遙控機器人修理非洲國家進口的

中國設備時，「大合流」的新型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國家bl。

《大合流》一書很好地解釋了1990年後第二次鬆綁時期中國迅速發展為世

界第一出口大國的奇迹，但作者僅僅描述了中國深度加入全球價值鏈，而沒

有解釋中國為何能在全球價值鏈中逐步升級的機制。事實上，國內外一直有

人擔心，中國將長期處於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的低端，即笑臉的「下巴」， 

只從事低增加值的製造和裝配。「微笑曲線」在1990年代初由台灣企業家、宏

碁公司創始人兼總裁施振榮從他的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他強調製造業產品

中的增加值分布正在向製造前和製造後的服務轉移，即產品價值中有愈來愈

高的比例來自服務，而非製造和裝配。這在「微笑曲線」中表現為「微笑下巴」

的深化bm。

《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對比了1995和2009年中國的 ICT出口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微笑曲線」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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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中國的 ICT出口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變化不大。但根據《全球價值

鏈發展報告（2019）》（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自從智能

手機這一「顛覆性技術」2007年進入市場以來，中國的 ICT出口在全球價值鏈

中的地位開始升級bo。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和很多因素有關，如中國

廣大的手機消費市場、地方政府的各種政策支持等，也和安卓（Android）操作

系統的開源和蘋果 iOS操作系統的半開源所帶動的生態系統有關。許多學者 

對此已經做了深入研究，我在此只補充一點，即全球價值鏈其實可以被視為

「福特主義」（Fordism）生產方式的全球化（下詳）。

《大合流》一書為理解全球價值鏈而提出了一個TOSP框架，T代表「任務」

（task），它是生產中的最小單位，包括研發、設計、製造、市場調研、廣告、

運輸、儲存和銷售等；O代表「職位」（occupation），它是由一個工人所要完成

的所有「任務」來定義的（通常由機器輔助）；S代表「階段」（stage），它是所有

相近的職位的總和；P代表「產品」（product）（圖1）。

圖1　關於全球價值鏈的TOSP框架

資料來源：整理自鮑德溫（Richard Baldwin）著，李志遠、劉曉捷、羅長遠譯：《大合流：信息技

術和新全球化》（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頁192。

職位

產品

階段 階段

職位 職位 職位 職位

    任務（T）

職位（O）

階段（S）

產品（P）

1990年代後興起的全球價值鏈實際上是「任務的貿易」bp，而不是以前的

「產品的貿易」；或者說，是「產品內」（intra-product）的貿易，而不是「產品間」

（inter-product）的貿易。鮑德溫指出，全球價值鏈所帶來的第二次鬆綁只涉及

生產「階段」被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但並不改變「任務」和「職位」的關係。我認

為，這恰恰是福特主義的特徵bq。福特汽車公司在1908至1927年間生產的汽

車「T型車」中大批量地實現了斯密（Adam Smith）的分工理論，即通過細分生

產任務而達到生產效率的提高。在斯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

著名的扣針工廠例子中，他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

「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割，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

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br。但正如出生於奧地利的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

的管理學家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所指出，上述斯密的例子實際上犯了混淆

「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的錯誤。德魯克以外科醫生為例來說明斯密的「邏

輯錯誤」：手術自然是分步驟（「技術分工」）進行，但每個步驟卻不一定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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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人去執行才有效率。事實上，優秀的外科醫生往往一個人在手術中完成

多種步驟bs。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生產「階段」被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但並不

改變「任務」和「職位」的關係（即「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的關係），說明全

球價值鏈是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國際化。

有趣的是，鮑德溫已經敏銳地察覺到 ICT的社會含義是不同的。通信技術

減低跨國外包的協調成本，有利於深化「產品內」貿易，但信息技術卻使得個

體工人能掌握更多的任務。他明確指出：「3D打印可以被看作是最極端的信息

技術使得單個工人完成所有打印任務的例子。」bt換言之，3D打印和外科醫生

手術例子一樣，體現了不同於斯密分工理論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精

神。儘管新冠肺炎和中美貿易戰是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戰略受到新的

挑戰的兩個近期因素，但面對全新的替代全球價值鏈的增材製造生產方式興

起，「雙循環」新戰略為中國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三　作為後福特主義升級版的增材製造

「增材製造」常被簡稱為「3D打印」，因為「三維」打印比較容易被直觀理

解。日常生活中一般打印機打印出來的文檔是二維的，但增材製造技術卻可

以在計算機輔助設計（CAD）和新型材料的基礎上，一次性製造（打印）出三維

的部件或成品，從而體現出和全球價值鏈不斷細分生產「任務」的不同邏輯。

例如，傳統的汽車製造需要三萬多部件，而3D打印的汽車只需五十個部件。

最近，特斯拉（Tesla Inc.）採用3D打印的一體壓鑄技術，挑戰傳統的切削、衝

壓、焊接等「減材製造」（subtractive manufacturing）技術，用二到三個大型壓

鑄件替換由370個零件組成的整個下車體，使汽車重量下降10%，從而減少續

航里程不變情況下的電池消耗量。這僅僅是正方興未艾的3D打印技術革命 

的一例。目前，美國醫療器械行業的助聽器、人工關節等已經全部由3D打印

生產，甚至F35戰鬥機的主體也是3D打印生產的，這使得美國對全球價值 

鏈低端的需求相對下降，即使沒有出現新冠肺炎和中美貿易戰等因素也是 

如此ck。

「增材製造」一詞不如「3D打印」直觀，但更準確地表明了這一新型生產方

式的本質。與傳統的細分生產過程（往往需要「切削」材料再裝配，因而是「減

材製造」）不同，增材製造「一層一層」（layer by layer）地在新型粉末或金屬材

料上，根據數字化的控制方式（即前面提到的CAD）一次性地製造出成品。

2012年4月21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關於「第三次工業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專號，認為3D打印是新型生產方式革命的標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經濟生產委員會（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2013年起發布兩卷報告，其中用圖表表示了傳統製造業和二十一世紀先進製

造業的區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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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的聯合主任伯杰（Suzanne Berger）指出，圖中的先進製造業包括七大

新技術，而增材製造是其中之一，它使得「製造」和「裝配」之間的零件生產變

成「連續」cl。從本文的視角看，也可以將她關於「連續」的說法表達為：全球

價值鏈的細分生產過程實際上體現為福特主義，而增材製造一次性地製成產

品則是後福特主義的升級版。

為甚麼我說增材製造是後福特主義的升級版呢？因為早在1984年，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學者皮爾瑞（Michael J. Piore）和賽伯（Charles F. Sabel）在

《第二次工業分水嶺》（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一書中已經指出，日本的「豐田生產方式」可以被視為「後福特主義」，他們當

時也稱之為「靈活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cm。「豐田生產方式」不同於

「福特生產方式」之處在於，它不是通過大批量生產單一產品來降低單位產品

價格，而是通過工人「團隊合作」、「零庫存」和「迅速換模」來靈活地滿足消費

者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cn。但是，當時還沒有成熟的增材製造這種「通用

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要同時實現單一產品的「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和多樣產品的「範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的技術難

度還是比較大co。2010年以後，增材製造技術日趨成熟，被廣泛應用於各種

生產領域。2017年，麥肯錫諮詢公司（Mckinsey & Company）發布報告，認為

增材製造已經不是僅僅用於小批量或樣機（prototype）的生產，而是成為了很

多產業的現實cp。因此，本文強調增材製造是後福特主義的升級版。

值得注意的是，增材製造有兩個關鍵特性。第一，它是一種通用技術。

加拿大著名經濟學家李普塞（Richard G. Lipsey）對何為「通用技術」進行了嚴格

定義：「通用技術」必須既有「廣泛的用途」（wide range of use），又有「多樣性

的用途」（wide variety of use）。這兩個概念不是等同的。例如，電燈具有廣泛

的用途，家庭、工廠等都會使用，但它並沒有「多樣性的用途」，而只有一個

用途，即照明。因此，電燈不是通用技術。又如，X放射線技術雖然有考古、

資料來源：洛克（Richard M. Locke）、威爾豪森（Rachel L. Wellhausen）編著，廖麗華譯：《重塑 

製造業：實踐篇》（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頁276。

說明：陰影部分代表的是傳統直線型製造業發展的新趨勢。

圖2　傳統製造業和二十一世紀先進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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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安檢等「多樣性的用途」，但它還不能算有「廣泛的用途」（至少不如電

燈用途廣泛）。所以，X放射線也不是通用技術。李普塞進一步指出，通用技

術還必須與現有的和潛在的新興技術有很強的互補性。而增材製造技術就和

新型複合材料（包括納米材料）技術之間有極強的互補性。例如，增材製造中

的「選擇性激光燒結成型」（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技術就和塑料與陶瓷的混

合粉技術密切互補cq。而前面給出的從飛機製造到助聽器製造等例子，說明

增材製造既有「廣泛的用途」，又有「多樣性的用途」，同時和諸多新型技術互

補，因此增材製造符合李普塞的「通用技術」定義。

2017年夏季號的《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評論》（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發表了一篇很能說明增材製造是通用技術的文章，因為文章指出增材

製造正在產生「泛工業平台」（Pan-Industrial Platform）cr。目前成熟的平台（如

亞馬遜 [Amazon]、淘寶等）都還是消費品平台（即用戶還不能在平台上購買工

業品，而只能購買最終消費品），而「泛工業平台」正在方興未艾。業界普遍認

為，總部位於美國佛羅里達的捷普公司（Jabil）可能成為第一個成熟的「泛工業

平台」cs，它目前是全球第三大（銷售額）的供應商，全球第一大供應商是總部

位於台灣的富士康。但富士康和捷普是基於不同的生產方式：全球價值鏈和

增材製造。捷普作為「泛工業平台」，當然也需要供應鏈，但增材製造的供應鏈 

比原來傳統製造的供應鏈大大縮短，並使得生產地點和消費者更加接近。

第二，增材製造最突出地體現了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本質和潛力。前

面已經提到，增材製造根據數字化的控制方式，一次性地製造出部件或成

品，大大減少了傳統製造業對生產「任務」的細分。但數字技術也可以在不改

變傳統工藝流程和產品特性的前提下，使得原來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速度

和效率更提高一些。近年來國內流行的「互聯網+」ct，可能正是把數字技術應

用到現有的生產方式上使之更精準，而不是真正發揮數字技術的優勢來創造

後福特主義升級版的新生產方式。歷史上，在電動機剛開始取代蒸汽機時，

也是僅僅把原來集中式供能的生產方式中的蒸汽機改為電動機，以後逐步才

認識到電動機其實可以創造出分布式供能的新生產方式dk。正是因為認識到

數字技術的真正潛力所在，創立於1892年的美國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2015年成立了「數字通用電力」（GE Digital）子公司，並加快「泛

工業平台」的建立dl。而2012年，通用電力公司把在中國投資的熱水器生產搬

回美國肯塔基州電氣園區，其給出的回歸原因之一是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降

低了美國本土的生產成本dm。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小涓教授和孟麗君博士在解釋「雙循環」新戰略

時強調：「已經持續了30年的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速度有所放緩，從海外撤回

資金的速度有所加快。製造業全球化進入了一個調整時期。」她們認為，這個

調整時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產業鏈全球分工有抵達邊界的傾向⋯⋯例

如汽車產業，全球化最高的幾種車型，海外製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經超過100

種⋯⋯在技術和產品架構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很難設想再如同以往繼續推進

全球分工的細化和深化」；二是「產業鏈上東道國有內捲傾向⋯⋯隨着本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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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技術的提升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這些國家開始力爭在本土延伸產業鏈，提

升價值鏈」；三是「產業鏈上輸出國有回縮傾向⋯⋯由於技術進步特別是自動

化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許多製造和服務環節由勞動密集型轉變為

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發達國家勞動力昂貴的制約因素被弱化，競爭力有所回

升」dn。本文同意兩位作者的看法，並從作為後福特主義升級版的增材製造來

理解不同於全球價值鏈的新型生產方式的興起。

本文通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

落腳點」的關係梳理，進而對全球價值鏈的相對重要性下降趨勢進行探討，最

後探討突出地體現了數字經濟潛力的增材製造這一新型生產方式，希望拋磚

引玉，激發學界對「雙循環」新戰略更深入的研究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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